
中国共产党与历史科学的发展
*

张剑平

【提要】20 世纪以来中国历史学的发展与中国共产党息息相关，中国共产党推动了马

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的产生和发展。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三代领导人对中国历史

都有重要论述，他们从理论和方法方面指导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发展。新中国历史

学的发展更是与党和政府的大力支持密不可分。一些学者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称作“党

派史学”，过分强调意识形态对历史学科学性的损害，提出“回到傅斯年”。而这既不是对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正确评价，也无助于推进中国历史学的进一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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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余年来中国历史学的发展是中国史学发展史上极为重要的一个阶段，取得了显著的

成就。其主要标志是古老的历史学开始具有近代科学的品格，成为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一

个重要门类，从事历史教学和科研工作成为一种职业，科学的历史知识开始走向普通大众。
中国历史科学的发展与中国共产党的重要领导人、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有着多方面的联系。
正确认识和评价中国共产党和历史学发展的关系问题，仍然是学术界值得研究和探讨的重

要问题。这里，我们对这一问题予以论述，以纪念中国共产党诞辰 90 周年。

一、中国共产党推动了马克思主义新史学的产生

20 世纪 20—40 年代，是中国历史学走上科学化道路的开始阶段。这期间，大学历史学

专业纷纷创建，胡适、何炳松、傅斯年、陈寅恪、李济、梁思成等一批在欧美和日本留学归国

的专业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建筑学家等纷纷走上大学讲坛和历史研究所，北京大学、燕京

大学、清华大学等著名大学也培养出顾颉刚、罗尔纲、吴晗等一批年轻史学家。在广大史学

家的共同努力下，考古学和中国古代史、社会经济史等门类的研究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作

为“新史学”的一个重要流派，马克思主义历史学也在这三十年间逐渐发展起来，并在中国

通史、中国古代史、中国思想史、中国近现代史和革命史等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中国

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产生和发展，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发展的直接产物，这其中凝结了

中国共产党人的心血和智慧。
在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洪流中，一些中国共产党的重要领导人和知识分子逐渐聚集在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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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思主义历史学的旗帜之下。李大钊、李达、蔡和森、恽代英、瞿秋白等中共早期重要领导

人，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为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创立做出了开拓性贡献。五四运

动前后，李大钊在北京的几所大学讲堂和有关刊物发表演讲和文章，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

学说，提倡以唯物史观理论为指导创建新的历史学。1922 年，李达等创办的人民出版社，

制定了“马克思主义丛书”出版计划，翻译和出版了一些介绍马克思主义的著作。随后，李

大钊、李达等与胡适、梁启超、张东荪为代表的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展开论战，促使马克

思主义在中国得到进一步传播。李大钊的《史学要论》，李达的《女权运动史》、《社会学大

纲》，蔡和森的《社会进化史》、《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瞿秋白的《社会科学概论》、《中国

共产党历史概论》，恽代英的《中国民族革命运动史》等著作，开辟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

发展的新道路。1927 年“大革命”失败后，在探索中国革命发展道路的艰辛历程中，在社会

史大论战中，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进一步发展起来。郭沫若、吴玉章、吕振羽、翦伯赞、何
干之、侯外庐、华岗、邓拓等一批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和革命者，在这一时期走上了

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研究道路。中国现实社会的苦难，促使郭沫若投身到轰轰烈烈的北伐

战争中，“大革命”失败后，郭沫若走上了历史研究的道路，1930 年出版了《中国古代社会研

究》这部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开山之作。1928 年 12 月，吴玉章和林伯渠合作，在苏联莫斯

科中山大学撰著了三万字的《太平天国革命以前中国经济、社会、政治的分析》这一重要历

史学论文，并为共产国际执委会撰写了十余万字的《八一革命》报告，系统回顾和总结了

“大革命”的历史，这些都推动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发展。1930 年代，“唯物史观”作

为学术新思潮，在中国学术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受中国社会史大论战的影响，在美国学

习经济学的翦伯赞，在日本学习经济学的吕振羽、何干之，相继转而研究历史。在德国翻译

《资本论》的侯外庐，转而从事中国古代思想史的研究。华岗在从事革命运动过程中，撰著

了《中国大革命史》。抗日战争时期，在毛泽东、周恩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大力支持

和鼓励下，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在延安和重庆都有了很大发展。范文澜、郭沫若、吕振羽、翦
伯赞、侯外庐等在中国通史、中国古代史、中国近代史、中国思想史等领域，都出版了具有鲜

明马克思主义特色和具有较高学术价值的论著。这一时期，尹达、田家英、刘大年、胡华、胡
绳等也逐步成长为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队伍已

逐步形成，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在中国古代史、思想史、中国近代史和中共党史等领域都有了

自己的地位。
为了进一步探讨中国革命的发展道路，毛泽东撰著了《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新

民主主义论》等重要论著，明确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人关于周秦以来中国封建经济制度和政

治制度的特点，农民战争对历史的巨大推动作用，中国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本矛

盾和特点，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对象、任务、动力、性质和前途，以及中国近代的各个阶级

和他们与中国革命的关系等重大问题的观点。在《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中，以毛泽东

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明确指出:“中华民族的发展( 这里说的主要是汉族的发展) ，和世界

上别的民族同样，曾经经过了若干万年的无阶级的原始公社的生活。而从原始公社崩溃，

社会生活转入阶级生活那个时代开始，经过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直到现在，大约有了四千

年之久。”“地主阶级这样残酷的剥削和压迫所造成的农民阶级的极端的穷苦和落后，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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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几千年在经济上和社会生活上停滞不前的基本原因。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农

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矛盾。”“地主阶级对于农民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迫使农民多

次的举行起义，以反抗地主阶级的统治。……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规模之

大，是世界历史上所仅见的。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

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的动力。”“自从一八四○年的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一步

一步地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中国封建社会内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

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的发展到资本主义

社会。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促进了这种发展。”①毛泽东关于中国历史的上述论断，奠定

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理论基础，标志着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创立。这些理论

认识以后被逐渐贯彻到马克思主义历史学论著之中，极大地推动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

的发展。在延安“整风运动”中，毛泽东发表了《如何研究中共党史》这一重要报告，经过广

泛深入的讨论和研究，在党的六届七中全会上，最终形成了《关于党的历史问题的决议》这

部在中共党史研究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文献，极大地推动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历

史学的发展。
长期以来，历史知识仅仅局限于少数知识分子的狭小圈子里，20 世纪初，历史学作为

一门学科走进了中国大学的讲堂。在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将历史知识的学习作为学习

运动的重要内容，提出要对中国历史开展全面系统的研究，这极大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历

史学的发展。在 1938 年 10 月召开的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明确提出:“指导一

个伟大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了

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

结，是我们学习的另一任务。”②在延安异常艰苦的环境中，中共中央在马列学院和中央研

究院先后设立了历史研究室、中国历史研究室，范文澜、尹达等就中国古代社会分期问题在

《中国文化》上发表文章展开讨论，尹达出版了自己的考古学著作《原始社会史》。张闻天、
陈昌浩、杨松、邓力群从事中国近现代革命运动史的研究，编著出版了《中国现代革命运动

史》、《近代世界革命史》、《中国近代史参考资料》等著作。郭沫若的历史剧《屈原》、《虎

符》等多次上演，他的《甲申三百年祭》被毛泽东列为整风文献，在《解放日报》连载并出了

单行本。在华北革命根据地，华北联大、华北大学、北方大学等，都设立了专门的历史研究

和教学单位，吴玉章、范文澜、何干之等著名历史学家，为推动历史研究和培养马克思主义

史学家队伍，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重视历史的学习和研究，抗日战争

和解放战争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有了很大的发展，历史知识得到普及，并为培养广

大党员干部革命的理想和人生观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新中国成立以前，在中国历史学界，虽然占主导地位的仍然是国民党政府把持的著名

大学和研究院所，“实证派史学”处于主流地位，但在中国共产党的倡导和大力支持下，马

克思主义历史学作为新史学的重要流派已经在中国史坛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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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国共产党与新中国历史学的发展

新中国诞生后的十七年，与哲学社会科学其他学科一样，历史科学有了突飞猛进的发

展，取得了辉煌成就。这些成就的取得，与党的正确领导、党和政府的大力支持，是密不可

分的。
新中国成立前夕，在政治协商会议上通过了具有宪法性质的《共同纲领》，其中第五章

第 44 条规定: 提倡用科学的历史观点，研究和解释历史、经济政治和国际事务，这为新中国

历史学的发展指明了方向。1949 年 7 月，中国新史学研究会筹备会成立，1951 年正式创建

了“中国历史学学会”，著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郭沫若、范文澜、吴玉章、翦伯赞等担任主要

领导人，学会倡导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开展历史科学的研究。
1949 年底，中国科学院一成立，就设立了近代史研究所、考古研究所。1954 年和 1964

年，又先后建立了古代史研究所和世界历史研究所。科学院的历史研究机构，在推动新中

国历史科学的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排头兵作用。1955 年 6 月，经国务院批准，中国科

学院实行学部和学部委员制度，哲学社会科学学部是当时的四大学部之一。历史学各研究

所也实行学术委员制度，翦伯赞、吴晗、何干之、胡绳、黎澍、田家英等一些著名史学家被聘

为各研究所的学术委员。1956 年，成立了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刘大年担任中国科学院

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主任，出席了全国科学规划工作会议，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等

著名史学家参与了“十二年社会科学远景规划”的制定工作。同年，中国科学院组成以郭

沫若为首的中国历史教科书编辑委员会，由郭沫若、陈寅恪、陈垣、范文澜、翦伯赞、尹达、刘
大年七人组成了中国历史教科书编审小组。① 1958 年 2 月，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又聘请

了何干之等著名史学家担任历史学科规划组成员。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除了制定“十二

年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之外，还经常就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重大问题展开讨论，对推动学科

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1951 年 6 月，国家实行新的研究生招生制度。1956 年，仿照苏联

实行了副博士研究生制度，中国科学院和一些师资力量雄厚的高校都招收了副博士研究

生。如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二所，贺昌群、唐长孺、邓广铭、陈乐素分别招收隋唐史、宋
史方向的研究生; 冯家升、傅乐焕指导辽金史及维吾尔族、满族方向的研究生; 陈垣、翁独

健、韩儒林、吴晗、郑天挺分别招收元、明、清方向的研究生; 侯外庐、向达分别招收中国社会

思想史、中西交通史方向的研究生; 此外，侯外庐和白寿彝共同招收中国社会经济史方向的

研究生。② 1950 年代中期，国家派出赴苏联留学的留学生，他们中的一些人对于中国世界

史学科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后来所谓的“史学革命”打乱了研究生的招生计划，1962
年国家恢复了研究生招生制度，科学院和一些高等院校著名史学家招收了一批历史学的研

究生和进修教师。
经过 1952 年全国的院系调整，到 1955 年底，全国 14 所综合大学和 43 所师范学院都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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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了历史系，开展历史教学和科研工作。从事历史学教学的教师从 1953 年的不足 500 人

发展到 1962 年的 10000 余人。为了建立新中国科学的历史教学体系，在高教部和中宣部

的领导下，史学工作者多次就历史学教学大纲展开讨论。1956 年 7 月 5 日至 15 日，高教部

召开高等学校文史科教学大纲审定会，160 多位专家学者根据“百家争鸣”的方针展开讨

论，这次会议对高等学校的中国古代史、中国近代史、亚洲史、世界史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

展开讨论，确定了综合大学历史学教学大纲。① 1956 年 4 月 9 日至 12 日，教育部召开师范

院校历史系( 科) 中国古代史及中世纪史教学大纲座谈会，形成了一些基本共识。② 同年 8
月 6 日到 18 日，教育部委托北京师范大学主持高等师范学校教学大纲讨论会，审定了文史

系科 20 种科目的教学大纲。1961 年，在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邓小平的领导下，组织各

学科专家编写了一批高水平的文科教材。在历史教材的编选方面，计划有:《马克思主义经

典作家论历史科学》( 黎澍主编) 、《史学概论》、《中国史稿》( 郭沫若主编) 、《中国通史简

编》( 范文澜主编) 、《中国史纲要》( 翦伯赞主编) 、《世界通史》( 周一良、吴于廑主编) 、《中

国历史文选》( 周予同主编) 、《中国史学名著选》( 郑天挺主编) 、《外国史学名著选》( 吴于

廑主编) 、《中国史学史》( 白寿彝、吴泽主编) 等。为了增强学生古文献阅读能力，决定编写

《中国通史参考资料》( 翦伯赞、郑天挺主编，共八册) 、《世界通史参考资料》( 周一良、吴于

廑主编) 以及《中国史学名著选读》六册( 《左传选》、《史记选》、《汉书选》、《后汉书选》、
《三国志选》、《资治通鉴选》) 。到 1966 年“文革”前，上述教材及其参考书陆续出版，极大

地推动了历史学科的建设和发展。
针对范文澜、郭沫若对于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的重大分歧意见，毛泽东提出学术上要

开展“百家争鸣”，并将这一方针做为《历史研究》办刊的指导原则，这极大地推动了历史研

究工作的开展。在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侯外庐、邓拓、胡绳等著名史学家的推动下，史

学界很快展开了有关中国古代史分期、中国近代史分期、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的性质、中国

资本主义萌芽、汉民族的形成等重大历史问题的讨论。据学者统计，到 60 年代，史学界围

绕古史分期问题发表文章 300 余篇、土地所有制问题发表文章 150 余篇，资本主义萌芽问

题发表文章 200 余篇，而围绕农民战争问题发表的文章多达 2300 余篇③，这极大地推动了

历史研究的发展，为马克思主义历史学主导地位的确立奠定了坚实的学术基础。在中国史

学会和中国科学院等多家单位共同努力下，历史资料的整理工作也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如

大型资料集《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国近代经济史参考资料》的出版，“二十四史”和

《资治通鉴》的标点注释工作，《中国历史地图集》的撰著工作等，都取得了显著成效。
新中国历史学的发展也历经曲折，最为突出的是现实政治运动对历史学发展的影响。

由于我们过分强调“古为今用”、历史为政治服务，历史研究与现实社会之间的矛盾也时常

发生。新中国成立不久，就粗暴地展开了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

和运用也有不熟练和“教条化”的缺陷。为了突出劳动人民的地位，有人对历史上的帝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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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全国综合大学一百多位文学史学专家根据百家争鸣的方针审定教学大纲》，《人民日报》1956 年 7 月 24 日。
《教育部召开师范院校中国古代史及中世纪史教学大纲讨论会》，《历史研究》1956 年第 7 期。
参见周朝民等著《中国史学四十年》，广西人民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29—3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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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相进行了全盘否定; 将阶级观点做为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内容或唯一内容，导致阶级分析

的标签化和非历史主义思潮的泛滥; 将五种社会形态学说当做铁的定律，对中国历史发展

的复杂性缺乏深刻认识和理解。党的指导方针的失误也影响到历史学的正常发展。如“反

右”的严重扩大化，严重挫伤了向达、雷海宗、陈梦家、荣孟源等著名历史学家的积极性;

1958 年“大跃进”影响之下的所谓“史学革命”，对陈寅恪等史学家展开粗暴的批判; 1959
年到 1960 年，对尚钺等史学家的所谓“修正主义”思想展开批判。特别是 1963 年之后，在

阶级斗争路线的影响下，对翦伯赞的历史主义观点、罗尔纲的李秀成“伪降说”、吴晗的《海

瑞罢官》等展开粗暴的政治批判，最终导致“文化大革命”的爆发，中国历史学遭受灭顶之

灾。“文革”初期，大学停止招生，研究人员脱离了正常的研究工作，翦伯赞、吴晗、何干之

等著名史学家遭受残酷的迫害相继离开人世，郭沫若、范文澜也处境艰难。“文革”中后

期，在周恩来、邓小平的努力下，“极左”思潮在一定范围内得到了遏制，随着一批“工农兵”
学员进入大学，教学和科研工作逐渐恢复，在毛泽东、周恩来的亲自过问下，“二十四史”和

《清史稿》的标点以及《中国历史地图册》的编著工作得到恢复，白寿彝、谭其骧等著名史学

家重新开始工作; 1975 年，遭受残酷迫害的吕振羽、侯外庐等史学家也得到解放;《考古》和

《历史研究》杂志复刊。但在“四人帮”和“左倾”路线影响下，正常的历史研究工作仍然难

以进行，在评法批儒政治运动的影响下，“影射史学”这一极左政治的化身出现在中国史

坛。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被肆意歪曲，历史成为现实阶级斗争的化身，历史学的科学性被

严重践踏。

三、新时期中国历史学的新发展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随着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重新确立，中国开始了以经济

建设为中心的新时代。新时期中国历史学突飞猛进的发展，与我们所处的和平建设环境，

与党的第二代和第三代领导人的理论指导，是密不可分的。
经过广泛深入的讨论，1981 年 6 月，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

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对毛泽东的历史功绩和过失以及新中国成立三十多年的历史作出了

科学的总结，这部决议对于中国近现代历史和中共党史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作用。
在新时期，党的第二代和第三代领导人，都非常重视历史学习。面临新形势，邓小平多次强

调要加强对青少年的中国近现代历史和中共党史的教育，加强爱国主义教育。江泽民总书

记在 1995 年的一次讲话中说:“讲学习，历来十分重要。我们这个国家和民族，自古以来就

以重视学习、讲究学问之道而著称于世。我国历史上出现了许多有作为的政治家、志士仁

人和著名学者，他们的建树都是同勤于学习、具有丰富的知识分不开的。今天你不学习马

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不学习历史知识、经济

知识和其他科学文化知识，你的思想理论水平和精神境界怎么提高，怎么能防止发生错误

和失误?”①1996 年夏天，中央政治局先后邀请 8 位著名历史学家到中南海做报告，并将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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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报告的内容作为文件印发供县团级以上干部学习。2004 年中央启动了马克思主义理论

建设重大工程，为了加强大学生的历史学素养，培养他们的爱国情操，在大学开设了《中国

近现代史纲要》和《毛泽东思想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思想政治理论课。2009 年，马克

思主义理论建设工程历史学教材《史学概论》率先出版，其他教材也将陆续问世。2009 年 9
月颁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规定，

将《中共党史》纳入党校、行政学院、干部学院的教学体系之中; 组织编写适合领导干部、党
员、群众、大中小学生等不同对象阅读的党史教材和读物; 要扩大党史宣传，普及党史知识。
这些对于历史学科的发展都有直接的促进作用。

新时期以来，党和政府为历史学科的发展做了大量的组织和推进工作。1977 年 5 月，

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经过一系列的准备，1978 年各项工作逐步开展起来。1977 年恢复高

考制度，1978 年研究生也开始招生，到 1980 年，全国高校历史学专业学生达到 15000 人，

1981 年，第一批研究生毕业。1980 年代培养的硕士、博士研究生，不少人现在已成为各领

域的学术领军人物。1990 年代后期，国家加大了博士研究生培养的力度，一大批具有博士

学位的史学工作者走上了教学和科研岗位，目前，省级以上高等院校教师和科研队伍，基本

上实现了博士化，这些受过专业训练的博士们正在为推动中国历史学的进一步发展发挥着

重要作用。1978 年，国家开始制定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规划，1979 年 3—4 月，历史学、世界

历史、考古学学科发展规划讨论会相继召开，历史学“六五”和“七五”发展规划相继制定

和启动。1979 年，各专业史学会如雨后春笋般地纷纷成立，1980 年中国史学会正式恢复。
到 1979 年底，全国 22 个省的史学会得以恢复和组建，并且新建了 45 个专门的研究会，成

立了 38 个史学研究机构，84 所院校建立了历史系、政史系、历史研究室，另外还建立了 17
个专门的历史研究所或研究室。① 1980 年代初期，国家启动了新一轮的地方志编修工作，

目前全国各省市县的地方志编修已经完成，出版了数量巨大卷帙浩繁的地方志，这为对地

方历史、经济、文化、社会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与此同时，国务院专门成立了古籍整

理领导小组，许多大学成立了古籍整理研究所，古籍整理和出版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新时期以来，考古和博物馆事业有了很大的发展，重大考古发现层出不穷，每年评出的“十

大考古发现”振奋人心。新时期以来，国家为历史学科的发展投入了大量财力上的支持。
90 年代末期和新世纪，国家先后启动了“夏商周断代工程”、“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大型

清史编撰工程”重点科技攻关项目，每个项目都投入数亿元资金予以支持，通过这些项目，

对近百年来的考古学和清代历史文献研究成就予以系统梳理和研究，对于历史学科的发展

具有极其重要的推进作用。目前，国家“六五”、“七五”以来的重大历史研究项目的成果也

纷纷问世，如白寿彝教授主编的十二卷本《中国通史》、六卷本《中国史学史》，中国社会科

学院历史研究所、经济研究所等单位承担的《中国经济通史》，北京大学历史系马克垚教授

主编的《世界文明史》，李新等主编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中国社会科学院白

钢主编的《中国政治制度史》，张海鹏主编的多卷本《中国近代通史》，吴于廑、齐世荣主编

的 6 卷本《世界通史》、武寅主编的 38 卷本《世界史》等，这些重要成果的出版，使得中国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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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中国历史学年鉴》( 1979) ，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341—35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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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研究的面貌大为改观，标志着历史学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
新时期国家的改革开放政策，学术研究的“百家争鸣”方针，对于历史学的发展也发挥

着重要的推进作用。改革开放极大地推动了中外学术交流，1980 年代初，美国的黄宗智、
德国的罗梅君等外国学者相继到中国调查、访学，这成就了他们的学术事业。一批中国学

人在封闭多年之后走出国门，北京大学的罗荣渠教授，清华大学的李伯重教授、张国刚教

授，北京大学的罗志田教授，四川大学的何平教授，华东师范大学朱政惠教授等诸多学人，

在学术上之所以能取得骄人的成绩，皆得益于同国外的学术交流。目前，全国各科研院所、
著名大学，都有一批具有国外学术交流经历的学者。中外学术交流日益频繁，各种类型的

国际学术讨论会不断召开。“百家争鸣”是推进学术发展的重要手段，2011 年 2 月故去的

著名历史学家何兹全先生对此深有感触，他在晚年的回忆录中说:“1978 年后，学术界又活

跃起来，各种学会恢复活动，常常召开各种类型、各种问题的学术讨论会。印象深的是 1978
年 10 月，在长春举行的‘中国古代社会分期讨论会’。会开得很热烈。知识分子寂寞了多

年，开始又能畅言，且又是个热门话题，无不热烈发言，各抒己见。……我在会上作了‘魏晋

之际封建说’的发言。大家都能畅所欲言的讨论。”①在改革开放的和平环境中，中国历史

学不断开拓进取，目前，历史学科下辖的 8 个二级学科，即史学理论与史学史、中国古代史、
中国近现代史、世界历史、历史地理学、历史文献学、专门史、考古学及博物馆学，都有了突

飞猛进的发展。现在，省一级的高等院校，大部分都获得了历史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

权。在新时期，原来曾被忽视的社会史、文化史、环境史成为历史研究的热门领域。中国

近现代史学科，中华民国史、抗日战争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等领域的研究取得了显著的

成绩，一些过去被视为禁区的领域得到了学者们的充分关注，历史研究的空白不断得到

填补，历史研究视野不断扩展，多学科的交叉发展成为历史学发展的新趋势。这些都显

示出历史学科在新时期出现了欣欣向荣的景象。

四、应正确认识和评价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

“五四运动”前后，在西方多种社会政治思潮面前，一部分先进的知识分子，选择了马

克思主义，成立了中国共产党。为了使贫穷落后的国家走上繁荣富强的道路，摆脱黑暗、专
制和受奴役的悲惨状况，无数革命先烈前赴后继。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经过

艰苦卓绝的斗争，最终赢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新中国。历史选择了马克思

主义、选择了中国共产党、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在 20 世纪这一伟大历史进程中，中国马

克思主义历史学作为新史学的一个重要流派，不断发展和壮大，逐渐成为中国历史学的主

流。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是中国近现代社会历史和学术发展的必然产物。正确认识和评价

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及其成就，既是中国近现代史学研究的重要问题，也是关系到中国历史

学未来发展的重大问题。在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学评价方面，有学者认为，在 1979 年以前，

中国史学家探讨的问题多是从意识形态出发的“假问题”; 也有人认为，马克思主义历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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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何兹全:《爱国一书生》，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340—341 页。



史学理论研究 2011 年第 3 期

本质上是一种典型的“党派史学”，是政治与学术结合所产生的非理性怪胎。进入 1990 年

代之后，肆意贬低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科学性，大肆抬高民国学术大师的倾向也在蔓延，有

人主张回到傅斯年。这些观点，很值得学术界进一步讨论。
不可否认，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与中国共产党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从事马克思

主义历史学研究的人，有相当一部分是共产党员。但是，将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称作“党派史

学”，是站不住脚的。因为，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是指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方法为指导从事历

史学研究，或者说，历史学研究成果中包含着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中国马克思

主义历史学，虽然是 20 世纪中国政治、思想文化的产物，与中国共产党人也存在着千丝万

缕的联系，但它的科学性是不容否认的。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在中国史学会成立大会上，吴

玉章就强调应该根据实事求是的精神对历史材料作科学的研究，范文澜、翦伯赞也曾检讨

自己过去著作中的“非历史主义”观点。1959 年之后，面对“史学革命”中出现的非历史主

义思潮，吴玉章、范文澜、郭沫若、翦伯赞、吴晗等著名历史学家，挺身而出，强调历史研究要

有科学的态度，强调历史主义的原则，反对片面地否定历史上的帝王将相，反对片面的阶级

观点，反对把一部中国历史变成农民战争史，他们真正代表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发展

的正确方向，体现出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科学品格。在 1950—1960 年代，范文澜修订的

《中国通史简编》，内容更为丰富，并以其材料充实和文笔优美，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喜爱; 侯

外庐的《中国思想通史》、翦伯赞主编的《中国史纲要》等著作，也具有很强的科学性。中国

史学会编辑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等单位编辑的《中国近代经

济史参考资料》，在材料的选择方面有自己的倾向性，但是，尽量保留历史原貌是各部资料

的显著特点，这些大部头资料的科学性也显而易见。新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并不总是在

“党派史学”的政治影响下发展的，正是由于历史研究的内容和现实阶级斗争的矛盾冲突，

最终，翦伯赞、吴晗、侯外庐等著名史学家，在“文化大革命”中都受到了批判和冲击。不可

否认，由于过分强调“古为今用”、“历史为政治服务”，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确实

出现了“影射史学”这一政治与史学相结合的怪胎，但“影射史学”绝非马克思主义史学，而

是打着马克思主义和历史学招牌的“极左”政治的化身，它的突出特征是将历史和现实随

意的联系和比附，大肆歪曲和根据政治需要改造历史。粉碎“四人帮”之后，中国历史学界

对“影射史学”展开了深入的批判，并将其抛进了历史的垃圾堆。
从推进中国历史学科学化的视角，提出意识形态与史学的关系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但是，要求历史学绝对摆脱意识形态的影响，将意识形态与历史学的科学性对立起来，显然

是难以成立的，在任何国家都是行不得通的。将意识形态影响下历史学曾经讨论的问题一

律称为“假问题”，具有很大的片面性。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历史研究是否受到意识形态的

影响，而在于意识形态影响下的历史研究成果是否是在科学的基础之上，是否是科学的论

断，是否具有科学性。将一部中国历史歪曲为路线斗争、阶级斗争和农民起义的历史，这极

大地伤害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新时期，国家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告别了坚持多年的

“阶级斗争”观念，这是时代和历史的进步。从现实“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观念出发，有些

人对中国历史上的革命提出严厉指责，提出“告别革命”; 也有学者认为过去的历史研究是

从革命的意识形态出发，写出的历史是片面的革命史，提出“告别战时时代”，这同样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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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比附历史，具有很大的片面性。新时期中国社会史、思想文化史等研究领域的突出成

就，使得中国历史学的面貌发生了很大的改观，丰富多彩的历史逐步呈现在人们面前。但

是，我们不能由此否定中国历史上的革命，否定中国革命的历史，否定革命史学，更不能将

“革命”与历史上的“改革”、“改良”相对立。因为，“革命”是中国历史发展极其重要的方

面，中国古代历史上的农民战争，中国近代历史上的反帝反封建革命斗争，对于中国历史的

发展都产生了重要影响，革命史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重要方面。不可否认，早期马

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具有过分强调“革命”、局限于“革命”的历史局限性，但是，它们的科学

性是不可否认的。
傅斯年等学者为中国近代历史学的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他强调历史研究要重视材

料，“有一份材料说一份话，有十份材料说十份话，没有材料不说话”，他主持的中央研究

院，在艰苦的环境下，为推动中国历史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新中国成立后，由于政治

信仰的巨大差异，由于马克思主义史学和传统的考据方法存在明显区别，我们曾简单地将

历史考据方法称为资产阶级的方法，对这批史学家的成果也采取了简单否定的态度，这显

然是错误的。新时期历史学界竭力纠正“以论代史”的不良学风，纠正历史学界的空疏学

风，强调重视历史材料，对民国时期的史学大师也做出了公正的评价，这是历史学发展的反

映，但是，也出现了新的不良倾向。一些学者大肆抬高民国时期的史学大师，对郭沫若、范
文澜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及其学术成果采取简单否定和排斥的态度，这实际上

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强调历史研究要重视材料，这本身没有问题，因为历史学首先是一门

实证性的科学。但提出“回到傅斯年”，实际上与 1980 年代初的“回到乾嘉去”，没有多大

区别，都是极端片面的认识。不可否认，民国时代出现了陈寅恪、陈垣、胡适、傅斯年、顾颉

刚、钱穆等一批史学名家，他们对于中国历史学的发展都曾做出过重要的贡献，他们采用实

证方法从事历史研究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对于他们的著述，我们应该认真消化和吸收，汲取

其中积极的学术营养。但是，民国时代的中国历史学毕竟仅仅是中国近现代历史学发展的

一个阶段，所取得的学术成就也难以与新中国成立六十多年来历史学发展的巨大成就相比

较。考证方法既有其方法论上的重要性，但也有很大的局限性。新中国成立后，在党和政

府大力推动下，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学习马列主义热潮，陈垣、罗尔纲、吴晗、唐长孺等一大批

原来从事实证研究的历史学家，自觉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他们中不少人用马克

思主义理论研究历史同样取得了新的和更大的成就，罗尔纲、童书业等就是这批学者的

代表。
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历史学的结合，不仅没有降低历史学的科学性，而且极大地推

动了中国历史学的发展和进步。马克思、恩格斯吸收了 19 世纪以前人类思想的精华，结合

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和革命斗争形势，创立了自己的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

是人类认识历史和现实的重要理论和方法。英国著名史学家巴勒克拉夫在《当代史学主要

趋势》中称马克思主义是能够自圆其说的唯一的历史哲学，马克思是最不教条、最灵活的作

者。法国年鉴派史学代表人物勒高夫也高度评价马克思主义史学对年鉴派史学发展的影

响，称马克思主义史学促进了社会经济史研究，促进了历史学的跨学科研究，促进了对下层

民众社会生活的关注和研究。马克思的社会经济形态学说推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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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历史发展阶段和特点的探讨。正是由于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没有一句话讲到中国，所以郭沫若力图撰写一部中国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才在其

引导下撰写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在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过程中，也曾出现过教条化

的倾向，这是由于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运用不熟练而造成的。实际上，像范文澜等杰出的马

克思主义史学家，都坚决反对教条主义，强调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断许多是讲欧洲情

况的，我们需要坚持的是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而不是个别结论。我们不能把马

克思主义史学发展中出现的教条化做法，归罪于马克思主义学说本身，也不能归罪于这些

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对于阶级社会历史人物和重大历

史事件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对于阶级分析的滥用和贴阶级标签的做法，并不是

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的本意。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历史研究的结合，促进了中国历

史学的发展，促进了历史学与经济学、社会学、文化人类学等学科的结合，这种认识已经成

为学术界的共识。1980 年代初，面对“回到乾嘉去”的学术思潮，尚钺、尹达、罗尔纲、刘大

年等一批著名的史学家，强调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白寿彝等史学家提出探讨“建设具

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这个重大命题。在新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不断开

拓进取，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在新世纪，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在党和政府的大力支

持下，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我们的历史学家应该进一步担负起历史的重任，不

断推进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创新，推进中国历史学的新发展。

( 作者张剑平，河北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邮编: 071000)

( 责任编辑: 张文涛)

( 责任校对: 吴 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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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OF ARTICLES

On the Issue of Agricultural Commune in the Draft Letters of Marx to Zasulich / /Shen Bin

Drafts of the letter to Vera Zasulich is an important document for studying the thought of
Marx in his old age，in which Marx made a comprehensive overview of the“rural commune”and
the collective form of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in Russia，and put forward the concept of“agricultural
commune”when approaching the developing stage of communes in the history of mankind. But
over half century，the two concepts of“rural commune”and“agricultural commune”are often
considered as the same thing in academic circles，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agricultural com-
mune”which Marx described are usually looked as the one of the“rural communes”. It doesn’t
reflect the original meaning of Marx and could mislead the wrong understanding of the developing
stage of communes. This paper argues that the two concepts in Marx mind are different. The for-
mulation of“agricultural commune”is a new theoretical attempt of Marx，but finally is given up
since it’s not well-thought out．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and the Development of Historical Science / /Zhang Jianping

Since the 20th century，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historiography has been closely related to
the Chinese Communists. Chinese Communists promote the emergence and development of Marxist
history in China. The leader of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Mao Zedong has made the important
expositions on Chinese history，which is the direct thought to research Chinese history． Some
scholars crown Marxist historiography as“party history”，overemhasized the damage of ideology on
history，and called for back to Fu Sinian，which will not helpful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historiography in China．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istorical Tradition and Cultural Identity / /Shi Jianxiong，

Sun Wei

Historians attached importance to historical continuities and the communions between neigh-
boring countries and central plain dynasties since Wudai，which made the cultural identity broad-
ened further. In Liao，Jin and Yuan Dynasties empasis on recording the history of previous dynas-
ties and their own dynasty not only indicated they had the explicit awareness of historical commu-
nity，but also embodied the self-identity to central plains culture. The attaching importance on his-
torical experiences of the three dynasties exerted the importance of historiography in cultural iden-
tity as well．


